
开放还是保护*

———国家如何应对经济危机

郑 宇

【内容提要】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引起了国际经

济体系的重大变化: 发达国家从自由贸易的推动者变成了保护主义的实施者，而发展

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则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变成了主动捍卫者。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巨大反差源于国内社会保护能力的此消彼长。发达

国家固化的社会福利体系难以对危机后的社会提供充分保护，因此更多地选择贸易保

护主义手段，导致“嵌入式自由主义”框架的破裂。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在应

对经济危机时则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降低了危机对国内社会的冲击，因此更有能力

推动贸易自由化。这一发现说明，新兴经济国家根据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可以

用更灵活的方式提供社会保护和推进贸易自由化，这将对世界经济秩序和全球化的走

向产生深远影响。如何平衡开放与保护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时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

也是实现包容性全球化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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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发展中国

家则是被动的参与者。发达国家能够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得益于其强大的产业竞争

力和完善的社会保障，承受外来竞争冲击的能力远高于发展中国家。① 但是，2008 年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和阻力却发生了逆转。贸易保护主义在发达

国家日趋高涨，发展中国家却成为推动贸易自由化的主力。为什么 2008 年金融危机

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政策上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巨大反差源自国内社会保护能力的此消

彼长。全球化加速扩张使国家面临巨大的社会保护压力。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各

国经济的脆弱性，也使公众对社会保护的需求迅速增加。然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在回应这些需求时存在能力和手段上的较大差异。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高，但福利

制度已高度固化，难以通过改革满足不断增加的社会保护需求，只能诉诸保护主义手

段来缓解国际市场的冲击。

较之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总体福利水平较低且福利制度尚未完善，但是这些

劣势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却显示出更大的韧性。第一，由于福利水平低，福利支出分配

有更大的灵活性。在金融危机后，不少发展中国家都增加了公共福利支出，扩大了社

会保障的覆盖面。第二，发展中国家广泛使用开放性产业政策，选择性地补贴和扶助

产业，有助于弥补社会保障的不足。由于社会保障能力的不断提升，发展中国家更有

能力和动力去推动贸易自由化。

本文的第二部分介绍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贸易政策的变化趋势。第三部分

分析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选择。第四部分讨论发达国家福利制度的变化。第五

部分分析发展中国家在危机后的福利制度变化。第六部分是结论。

二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贸易政策变化趋势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

认同，成为全球化的最突出特点之一。在 2008 年金融危机前的 30 年中，全球贸易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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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速度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① 尽管拉美和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相继发生过金融危机，引起了对市场过度开放的争议，但在新自由

主义的影响下，全球贸易仍然向进一步自由化迈进。然而，这一局面在 2008 年国际金

融危机爆发后发生了逆转。全球贸易总量在 2009 年发生了断崖式下降，虽然在各国

财政刺激政策的干预下短暂反弹，但随后还是陷入了持续低迷。2012—2016 年，全球

贸易增速同全球经济增速基本持平，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全球贸易增长一

直快于经济增长的态势。

更值得担心的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阴影越来越浓。在危机之初，主要发达国家还

在呼吁继续开放市场，控制贸易保护主义。然而，随着欧美经济的乏力表现加上紧缩

政策的实施，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发酵。不少国家出现了极右翼政党的支持率上

升甚至成为执政党的情况，保护主义的暗潮开始涌出。② 从 2009 年到 2018 年，世界各

国一共采取了 15000 多项贸易干预措施，其中 11600 项属于贸易保护措施，远远超过

近 4000 项的贸易开放措施( 如图 1 所示) 。从变化趋势上看，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初，

贸易保护措施增长平缓。在 2013 年也就是危机爆发 5 年后，贸易保护达到巅峰，而后

持续下降，回落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的水平。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实施贸易干预措施上呈现出不同趋势。一方面，发达国

家实施的贸易保护措施占全球总数的 60%，发展中国家仅占 40%。美国是使用贸易

保护手段最频繁的国家，自 2008 年以来实施了 1600 多项贸易保护措施，占全球总数

的 8%。在实施贸易保护措施最多的前 10 名国家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占 5

席。印度、俄罗斯、阿根廷和巴西也是使用贸易保护手段较多的国家。中国实施的贸

易保护措施占全球总数的 2%，位居第 9 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则成为推动贸易自

由化的主力，其实施的贸易开放措施占总数的 58%，而发达国家仅占 42%。其中，巴

西、印度、中国占据前三位，占全球总数的 13%。美国的贸易开放措施仅占全球总数

的 3%，但已经是实施贸易开放措施前 10 名中唯一的发达国家( 如表 1 所示) 。从贸

易干预的方式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水平都没有明显变化，但补贴、临时

性贸易保护、政府采购限制等非关税壁垒成为贸易保护的主要方式。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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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干预措施实施数量( 2009—2018 年)

资料来源: Global Trade Alert，https: / /www．globaltradealert．org /global_dynamics，访问时间:

2018 年 10 月 20 日。
注: 贸易保护措施的主要类别包括产业补贴、提高关税、临时性贸易保护、政府采购限制以

及与贸易相关的投资管制。贸易开放措施主要包括降低关税、取消许可证、放松外资限制、鼓励

移民、价格保护限制。

表 1 实施贸易干预措施的主要国家( 2009—2018 年)

国家 贸易保护 份额( %) 国家 贸易开放 份额( %)

发达国家 11664 60 发达国家 3542 42

发展中国家 7927 40 发展中国家 4826 58

美国 1647 8 巴西 475 6

德国 1208 6 印度 367 4

印度 905 5 中国 289 3

俄罗斯 650 3 美国 261 3

巴西 625 3 俄罗斯 258 3

阿根廷 587 3 印度尼西亚 206 2

日本 493 3 阿根廷 182 2

英国 454 2 哈萨克斯坦 177 2

中国 443 2 白俄罗斯 169 2

瑞士 399 2 马来西亚 149 2

资料来源: 根据 Global Trade Alert 数据整理，https: / /www．globaltradealert． org /global_dynamics，
访问时间: 2018 年 10 月 20 日。

注: 部分贸易干预措施可能被重复计算。如果一项措施同时具有贸易保护和开放的内容，就会
同时留下记录。因此贸易保护和贸易开放措施的加总大于贸易干预措施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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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选择

为什么国际金融危机后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倾向于推动贸易自由化? 一种

解释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对国际

市场的依赖程度显著提高。在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状况下，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保

护可能对本国产业造成更大损害，因此更有动力单方面降低关税、推进贸易自由化。①

例如，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后，遭遇危机的国家都大幅降低关税，签署更

多的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② 另一种解释则聚焦于国内政治和利益集

团。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增强支持开放的利益集团的力量，削弱反对开放的利益集

团。许多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遭受国际支付危机后反而选择进一步的金融和贸易开

放，正是因为危机扫清了阻碍市场开放的障碍。③ 但是，这些观点尽管可以解释为什

么某些发展中国家在危机后会继续开放市场，但却无法解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

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巨大反差。

( 一) 贸易政策

彼得·古勒维奇( Peter Gourevitch) 发现，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的三次经济危

机时期( 1873—1896 年、1929—1933 年、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国家的应对政策主要

可以分为五种: 进一步开放的自由主义、政府控制和计划的社会主义、限制外来竞争的

保护主义、增加投资的需求刺激以及强调出口的重商主义。④ 就贸易政策来说，危机

反应基本可以被分为两类: 一类是采取保护主义手段限制进口，减少对国内市场和特

定行业的冲击; 另一类是进一步开放市场，通过增加出口来改善国际收支。

如果经济危机是由国际收支失衡、外债负担过高等外部原因造成，调整贸易政策

就成了必要的应对手段。一种选择是采取贸易保护政策，通过提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限制进口，减少外汇流出，保护国内产业，扭转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局面; 另一种选择是

进一步开放市场，通过扩大出口来增加外汇收入，从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贸易保护

政策主要是保护和补贴在自由贸易中受到损失的行业和企业。开放市场政策则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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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济危机削弱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进一步推动贸易自由化。

国家会在什么情况下选择贸易保护?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自由贸易能够通过专业

分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给所有参与国都带来好处。但是贸易收益和成本的分配在国

家内部却是不均衡的，由此产生了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一般认为，出口行业

从贸易中获益较大，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而进口替代行业面临国际竞争者的挑战，倾

向于反对自由贸易。经济危机通常会伴随着国际收支恶化，从而加深自由贸易的支持

者和反对者的对立。一方面，出口企业希望扩大开放增加出口; 另一方面，进口替代企

业希望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来保障其国内市场份额。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

的博弈将影响政府在贸易政策上的选择。①

贸易保护也可分为积极保护和消极保护两类。如果经济危机的波及面较小，政府

可能会采用积极保护手段。一方面通过增加补贴支持遭受严重损失的行业; 另一方面

通过进一步的自由化措施来吸引更多外资，增加出口，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但是如果

经济危机波及面较大，产生了大量失业人口，政府就无法继续实施定向补贴。相关利

益集团就可能游说政府对国内行业和市场进行消极保护，在政治上支持限制自由贸易

的政治家。② 从历史上看，保护主义通常盛行于经济危机之后。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

大萧条时期，美国通过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 Smoot-Hawley Tariff Act) ，大幅提高

了上千种进口商品的关税，由此引发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战。各国筑起贸易保护的高

墙，导致国际贸易急速萎缩，从而加剧了危机。全球贸易因此出现了断崖式下跌，贸易

总量在短短 3 年时间萎缩了 2 /3。③

( 二) 社会政策

经济危机不仅会引起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也会推动国内社会政策的改革。危机往

往会导致旧的经济社会关系破裂，为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关系提供动力。卡尔·波兰尼

( Karl Polanyi) 的经典著作《大转型》揭示了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之间的关系: 自由市场

的运行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制度，而必须是相互嵌入的“双向运动( double movement)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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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整合力量最强的时候，正是社会保障需求最大的时候。一旦市场力量与社会政策

脱节，资本扩张的进程就将中断，社会就会陷入动荡和衰退。欧洲持续百年的经济繁

荣局面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中断，并陷入了长达 30 年的危机和战乱。这一

看似偶然的危机其实是市场机制过度扩张的必然产物。一方面，资本的扩张要求打破

国家的界线，整合全球市场; 另一方面，市场开放的冲击会让个人生活变得更加脆弱，

对社会保护的需求更加强烈，势必要求政府发挥更大的保护和救助作用。波兰尼的理

论指出了全球化的悖论: 全球化的扩张如同一根被不断拉伸的橡皮筋，拉得越长就绷

得越紧，最后结果不是弹回就是断裂。

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意味着经济危机难以避免，但国家如何应对经济危机

却充满变数。一方面，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既要考虑短期目标，也要考虑长期目标。

在经济危机爆发初期，政府的应对通常是被动的，通常采用反周期的财政刺激政策以

避免危机蔓延，稳定市场信心。在经济危机的持续期，政府要面对修复市场与社会关

系的长期目标，需要在对外贸易政策和对内社会政策上做出选择。另一方面，国家在

应对经济危机时既受到资源和能力的限制，也受到国内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影响。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前，发达国家面临着同大萧条前相似的局面: 市场与社会

严重脱节，其重要表现就是国内收入差距达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人口

中收入最高的 10%和最低的 10%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从 7 倍扩大到了 9．5 倍。① 在危

机的冲击下，民众的不满情绪上升并转化为要求变革的政治诉求。经济危机的爆发通

常也会迫使政府回应民众的需求，重塑市场与社会的关系。除了贸易政策外，国家也

必须在社会政策上做出回应。社会和贸易政策的选择并非是完全独立的，而是相互关

联。国家在社会政策上的应对会影响贸易政策上的选择，反之亦然。

在波兰尼看来，自由市场和社会保障似乎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机制，社会保障是对

过于强大的市场力量的被动反应。因此，政府会在经济危机时大幅增加社会福利支出

以缓解外部经济冲击。按照这种观点，现代福利国家的兴起正是市场力量过强后导致

的反向运动的结果。两次世界大战给西方国家造成了巨大创伤，对战争和危机的恐惧

使得公众强烈希望政府能在复苏经济和保障民生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工会力量也因

此不断壮大，在同资本家的谈判中逐渐占据上风，从而使得工人的福利保障水平显著

提高。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国家的经济迅速复苏并持续增长，到了 20 世

纪 50 年代已基本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关注的重点开始转向财富分配。

·041·

开放还是保护


① Brian Keeley，Income Inequality: The Gap Between Ｒich and Poor，OECD Insights，Paris: OECD Pub-
lishing，2015，p．32．



2018 年第 12 期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福利国家并非只是波兰尼所说的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保护

性反应”，其本身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① 约翰·鲁杰( John Ｒuggie) 提

出了“嵌入式自由主义( embedded liberalism) ”的概念，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

国家的经济体制，即在国内政治中追求工业化、充分就业和社会福利，在国际政治中则

反映为基于协调的自由多边主义。② 换而言之，对内福利保障和对外市场开放相互促

进。自由主义建立的基础不是小政府大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恰恰相反，只有在具备良

好的福利制度的情况下，民众才会更加支持经济全球化。如果国内福利保障不足，就

会后院起火，民众对全球化的态度也会趋于负面。因此，自由主义和福利国家是相辅

相成的关系，而不是一对矛盾。

从这个角度来看，福利国家是社会发展必然产生的结果。一方面，工业化摧毁了

前工业化时代家庭、教堂、行会等传统的生产组织方式，而市场本身又无法承担社会保

障的功能，因此更加依赖政府提供的福利保障; 另一方面，现代官僚体制以其更高效的

组织形式使得广泛的社会福利分配成为可能。社会福利是一个旨在降低社会贫富差

距的转移支付过程。富人承担大部分福利政策的成本，穷人享受更多福利政策的收

益。在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时，政府的征税和分配能力都会受到很大限制，很难在全

国范围内推行高福利政策。只有现代高效的官僚制度才具备强大的税收能力，才能建

立覆盖全民的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福利国家涵盖广泛，既包括不同类型

的政府干预( 如转移支付、社会服务、监管等) ，也包括政府干预的对象( 低收入人群、

退休人群、全体公民等) 。狭义的福利国家则主要指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其中，医

疗、养老和劳工政策是最为重要的福利领域。医疗和养老是发达国家社会福利支出中

最大的两部分，也是国内政治争论的主要议题。

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建立广泛覆盖、充分保护的福利制度。尤其是在经

济危机时，政府会面临保护需求剧增和保障资源不足的矛盾，需要在社会保障和贸易

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如果社会保障整体水平较高，刚性福利支出很多，调整福利制

度的灵活性就较小。在财政资源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无法通过增加公共开支以提高社

会的整体保障水平，只能通过限制进口等贸易保护措施来减少外部冲击。

如果社会保障整体水平较低，刚性福利支出相对较少，政府就可以有一定的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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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来调整公共开支项目的优先组合，并采用多样化的福利保障方式。对特定行业进行

补贴和扶助，是在不增加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的理性政策选择。① 尽管这种予以补贴的

做法曾经被称为“新保护主义”，②但其同限制进口的关税和配额等措施仍然有较大区

别。此外，政府还可以采用公私合作的方式来提供社会保障，从而减轻政府面临的财

政和政治压力。

总之，经济危机造成的内外压力会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平衡贸易政策

和社会政策的难题。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其在社会政策上

的立场的影响。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会让国家更倾向于贸易开放，而社会保障水平的

降低会让国家更可能选择贸易保护。

四 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变化

现代福利国家制度是发达国家为解决经济危机造成的市场与社会发展脱节的产

物。在经历了 20 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后，发达国家的左翼力量

迅速增强。他们希望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来缓解分配不均和扩大社会保障。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西欧普遍推行的普选制赋予了公民广泛的政治权利，成为推动福利国家形

成的重要因素。1945 年，英国民众对社会改革的普遍期望使得工党赢得大选。随后

在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 Clement Attlee) 的推动下，以全民就业为目标，对主要产业

进行了国有化，并建立了国民保健署( NHS) ，兑现了建立福利国家的承诺。其他欧洲

国家也在民主政治和经济复苏的推动下，扩大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走上了现代福利

国家的道路。

( 一) 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与分化

随着全球化的起伏，市场力量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正当福利国家处于鼎盛时，石油危机引发了发达国家经济的“滞涨”，高福利成

为经济发展的障碍。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开始认识到高福利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担。

福利国家的理念受到了批评和质疑。反对意见认为高福利导致了高失业率，也降低了

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福利国家的影响也很大。在人口老

龄化的趋势下，维持丰厚的养老金制度对政府财政造成了极大压力。此外，欧洲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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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推进也让高赤字、高债务的国家面临削减财政支出的政治压力。此时，几乎所有

的发达国家都需要靠借债来弥补公共开支的不足。①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发达国家开始改革战后高增长时期形成的社会福利体

制。这些改革并非单纯削减福利支出，而主要是通过引入更多的福利产品供应商来增

强竞争，改变政府作为福利的唯一提供者的局面，改善福利提供的效率和效果。为了

补充财政收入以满足福利支出的需要，发达国家对大量的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进行了

私有化。为了给国内企业创造更多的增长机会，发达国家放松了对跨国贸易和资本流

动的管制。资本开始从发达国家大量流向经济发展更快的发展中国家。改革的另一

个突出领域是劳动力市场。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劳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

在美国，工会组织的力量不断衰弱。工会会员的比例从 1953 年最高点的 35．7%逐渐

下降到 1979 年的 24%，到 2012 年则低至 11．2%，甚至低于 1929 年大萧条前的水平。②

工会力量的削弱使工人同资本家的谈判能力迅速下降。面临高失业率的压力，许多国

家选择引入灵活的市场化的劳动力政策。这减少了对劳工的直接保护，而对劳工的培

训支出却增加了。养老领域的改革主要表现为提高退休年龄，将退休金由定额变为根

据缴纳情况按比例领取。在医疗领域，医疗机构的私有化和医疗保险的个体化是改革

的主要方向。随着金融资本的加速流动和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全球化在广度和深度

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福利社会和自由贸易的同时兴起似乎意味着波兰尼所

担心的市场与社会的脱节并没有出现。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相互之间差别很大。科斯塔·艾斯平—安德森

( Gosta Esping-Andersen) 将福利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自

由民主福利国家。政府仅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有限的社会保障，大多数居民需要通过市

场机制来购买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对减少贫富差距的作用较小。第二类是以德国、奥

地利为代表的基督教民主福利国家。政府是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但福利分配具有

很强的维护传统家庭和教会组织的特点，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比自由民主福利国家

大。第三类是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民主福利国家。政府通过提供社会福利实现

社会分配的高度公平。③ 自由民主福利国家同其他两类福利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

者的社会福利分配旨在增强个人的独立性，而不是强化对家庭和教会的依赖。以美国

为例，如果只比较公共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 的比例，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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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较低。但其总社会支出占 GDP 的比重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国家中排

在第二位，这说明企业和个人直接承担了相当比例的福利支出。①

在艾斯平—安德森的分析框架基础上，彼得·霍尔( Peter Hall) 和大卫·索斯克

斯( David Soskice) 提出了“资本主义多样性(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的概念。他们认

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分为自由市场经济( LME) 和协调市场经济( CME) 两类。

前一类的代表是英国和美国，后一类的代表是欧洲大陆国家。② 同以往以国民经济整

体作为比较单位的研究相比，“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框架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将作

为经济生产和雇佣单位的企业作为制度分析的中心，对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

系、福利制度、融资方式以及其他因素进行系统比较。第二，制度分析的核心是协调方

式。在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主要依靠市场机制来协调同其他行为体的关系。在

协调资本主义经济中，企业则是主要依靠非市场机制来加以协调。这些分析说明，全

球化并没有让制度类型和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的国家趋同，而是继续保持着多样性。同

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并不存在最优制度和政策，而是存在“比较制度优势”。

自由市场经济的制度特性有利于突破性创新，而协调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在于累积性

发展和改进成熟产品和生产过程。比如，美国的技术创新集中在生物科技、通信、电子

等需要突破性创新的领域，而德国的技术创新则集中在交通、机械工程等需要渐进创

新的领域。

福利国家改革和新自由主义兴起大致是同时开始的，其中的因果关系很难厘清。

福利国家的改革是面对经济滞涨时的被迫选择，而新自由主义也是在凯恩斯主义政策

失效后兴起的。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各国纷纷减少贸易壁垒，寻求扩大海外市场，以

缓解国内的社会压力。商品和资本的加速跨国流动引发了新一轮的全球化。

( 二) 福利社会的长期性紧缩

新自由主义在 20 世纪 90 年代达到了鼎盛，但全球化的推进并没有缓解福利国家

的压力，反而造成了市场与社会的加速脱节。在《福利国家的新政治学》一书中，保

罗·皮尔森( Paul Pierson) 断言:“显然我们已经进入了紧缩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将长

期持续，注定会产生深度的社会焦虑和痛苦的调整。”③造成这一长期紧缩的原因来自

两方面。一方面，发达国家经历了去工业化的结构调整，就业创造能力下降，长期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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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由于经济增长放慢，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只能通过增税来维持高福利政策。但

在资本全球流动的时代，对资本增税将导致资本外流，结果将进一步减少政府的征税

基础。而对普通民众增税则会招致民众的反对。而且，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放松监管对

采取高就业保护政策的国家带来了很大压力。这一系列困境均难以突破。另一方面，

福利制度的饱和与人口老化导致享受福利制度的人口基数不断扩大，福利支出需求持

续增长。

如何解决这一长期性紧缩的难题呢? 在美国克林顿政府的引导下，发达国家对

各自的福利制度实施了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是更多的私有化，另一方面则

是削减公共福利支出，同时希望利用冷战结束产生的“和平红利”来缓解财政紧张的

局面。这些组合政策收到了一些效果。美国在克林顿政府后期甚至实现了财政

盈余。

然而，全球化的加速也让市场开放和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不确定，以至于

“全球化是否会导致各国的政策趋同”成为争论的热点。① 这一问题有三种可能答案:

第一种可能是“逐底竞争( race to the bottom) ”的趋同，即面对高速流动的国际资本，

政府将放松政府监管、降低贸易壁垒以吸引资本流入。第二种可能是“登顶竞争

( race to the top) ”的趋同，即面对公众不断增加的安全感需求，政府将强化社会保障，

增加社会福利以减轻全球化对社会结构的冲击。第三种可能则是应对方式的多元化。

丹尼·罗德里克( Dani Ｒodrik) 认为经济全球化会不可避免地对社会整合造成冲击。

各国政府对这些冲击的应对方式无非两种。一种是“膝跳反应”式的贸易保护政策，

另一种则需要政府在开放市场和提供社会保障中找到平衡，既能享受经济全球化的红

利，又能保护受到全球化伤害的输家。但是，由于资本的高流动性，政府很难对资本多

加征税，而只能通过提高收入所得税的做法来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这种做法又会进

一步加重普通民众的负担。②

统计数据显示，从 1980 年到 2015 年，OECD 国家平均社会支出占 GDP 的比例从

15%增加到 21%。③ OECD 成员的医疗、教育、社会服务等社会福利通常分别占其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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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6%和 2%，医疗和社会服务行业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 10%左右。① 这些

指标似乎说明全球化导致了“登顶竞争”式的趋同。全球化带来的不安全感导致国内

民众寻求政府补偿的诉求更加强烈，福利国家的规模继续扩大。贸易和金融全球化使

得一国的国内经济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从而给劳工带来更大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

会激发劳工采取集体行动，要求政府增加社会支出，降低劳工的就业风险。

但是，发达国家社会支出的增加并没有抑制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1988 年—

2008 年是新自由主义最盛行的 20 年，其间发达国家属于下中产阶级的广大人群的收

入几乎没有增长，成为全球化时代最大的失败者。而处于收入顶端的 1%的富人的收

入增长幅度却超过了社会的其他阶层，在美国更是达到了历史顶峰。从 1979 年到

2007 年，美国最富的 1%的群体与其余 99%的群体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3 倍。② 这一结

果基本证明了罗德里克的担心: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资本的跨国避税能力更强，各国政

府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收入所得税而不是资本利得税来支撑福利支出，工薪阶层的税务

负担更重，从而拉大了贫富差距。

在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贫富差距都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如图 2 所示，即使经过

福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三类福利国家的整体收入差距仍然都在拉大。福利制度的再

分配效应在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瑞典最强，基督教民主福利国家德国次之，而在自由民

主福利国家的美国最弱。

国际金融危机让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更加难以维持。首先，金融危机导致发达国

家经济增长减速、财政赤字增加、失业率上升。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 10 年( 1999—

2008 年) 到爆发后的 5 年( 2009—2013 年) ，OECD 国家的经济增长从 2．5%降到1．0%，

财政赤字从占 GDP 的 2．3%增加到 6．7%，失业率从 6．4%上升到 8．1%。③ OECD 国家

的公共债务占 GDP 的平均比例从 2008 年的 80%上升到 2015 年的 113%。④ 陷入危机

的国家面临两难: 一方面，摆脱危机需要削减预算，减少财政赤字; 另一方面，政府面对

更大的社会压力，需要扩大失业保护。这种两难局面对现有的福利制度造成极大冲

击，甚至使后者难以维系。其次，金融危机对不同社会阶层影响不同，加大了不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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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e Gingrich，Making Markets in the Welfare State: The Politics of Varying Market Ｒeform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Branco Milanovic，Global Inequality: A New Approach for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
“OECD Economic Outlook 2011 /2，”https: / /www．oecd．org /eco /outlook /49113623．pdf，访问时间: 2018 年

10 月 15 日。2009—2013 年的平均水平根据文中表格 Table 1．1 中数据计算得出。
“Percentage of Public Finance Around the World，”October 31，2015，https: / /www．gfmag．com /global－

data /economic－data /public－debt－percentage－gdp? page= 2，访问时间: 2018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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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种类型福利国家收入差距水平比较( 1980—2015 年)

资料来源: The 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 ( SWIID) ，https: / / fsolt．
org /swiid /，访问时间: 2018 年 10 月 20 日; OECD Social Expenditure Database，https: / /www．
oecd．org /social /expenditure．htm，访问时间: 2018 年 10 月 20 日。

派别的分歧，加剧了社会分裂。在欧洲，由于反移民、反国际主义的右翼民粹主义抬

头，中左政治联盟在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捷克等国的选举中溃败，从而对现行政

策及其背后的政治平衡都产生了极大压力。① 最后，金融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体系

的几个根本缺陷，即社会分配严重不均、资产泡沫过大、过度金融投机，这导致了新自

由主义理念在全球范围的衰落。②

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不同类型的福利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而这些措施

也受到了国内党派政治的影响。通常认为，福利水平更高的国家受到的冲击更大，因

为维持福利支出的压力更大。但事实上，金融危机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冲击比对协

调市场经济国家更大。因为前者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拉动，经济危机下消费的大幅

减少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缩水，无法提供足够的福利保护。政府通常采用扩大财政支出

来刺激消费，但是失业率却不断攀升。协调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以竞争

力为基础的出口增长驱动。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主要是通过补贴来尽量维持

现有就业机会，福利制度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此外，还有余地让私人部门来承担更

多的社会保障。因此，北欧国家和德国等协调市场经济国家的危机应对就比英美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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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 Galston，“The Ｒise of European Populism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Center－Left，”2018，https: / /
www．brookings．edu /blog /order－from－chaos /2018 /03 /08 / the－rise－of－european－populism－and－the－collapse－of－the－
center－left /，访问时间: 2018 年 10 月 25 日。

David Kotz，The Ｒise and Fall of Neoliberal Capitalis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5．



由市场经济国家更为有效，①也更能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来分担政府的社会保障

压力。②

传统上，党派政治在发达国家的福利政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在经济持续低

迷、政府收入减少、债务负担加剧的情况下，各党派没有太多的政策选择。维持福利制度

的压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执政，福利制度的改革和削减都一

直是关键议题。右翼政党希望通过市场化改革削减整体福利水平，而左翼政党则希望在

维持福利水平不变的前提下，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扩大消费者的选择空间，以提高福利

政策的实施效率。③ 但是总体来看，两者在福利政策上的党派差距在缩小。

任何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即使是在应对危机相对成功的福利国家，

社会分配的矛盾也在进一步加剧。由于社会福利开支浩大，政策执行时往往会陷入资

金不足的窘境，更可能引发民众的不满情绪。几乎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富裕阶层的收

入都比中下阶层的收入增长得更加迅速，其中中产阶级受到的冲击最大。2005—2014

年间，25 个发达国家中 65%—70%的家庭( 约 5．4 亿—5．8 亿人) 实际收入出现停滞或

下降。④ 中产阶级是福利国家最重要的支持者，他们的财富缩水严重动摇了福利国家

的再分配机制。持续增加的福利支出和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意味着现行的福利制度

已难以为社会提供安全阀以抵御市场力量的冲击。对福利国家的争论焦点不再是市场

调节和政府协调的模式之争，而是变成了福利国家是否能够成功转型的问题。一种观点

认为应该放弃新自由主义，回归凯恩斯主义，加强政府干预，减少市场失灵对社会分配的

冲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该进一步市场化，用私有化手段来提高福利政策的效率。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发达福利国家是市场开放和社会保障相互平衡的产物。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这个平衡却逐渐发生了倾斜。当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减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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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福利制度却在惯性地自我扩张，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进一步拖累了经济增长。

经济危机的爆发让福利制度的供求更加失衡。一方面社会保障需求迅速上升，另一方

面政府的财政能力持续下降，社会保障无法继续为推进自由化保驾护航，“嵌入式自由

主义”也没有了附着的空间。因此，民众的不满转化为政府的大规模保护主义政策。有

意思的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鲁杰再次指出，拯救全球化的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

形态，而是需要重新回归“嵌入式自由主义”，为国际市场的扩张注入社会合法性，以平

衡国际市场扩张的收益和成本。① 但是，这一愿望已经随着特朗普上台和英国“脱欧”

等一系列事件变得难以实现。发达国家最终放弃了自身缔造的新自由主义框架。

五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变化

当“嵌入式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时，发展中国家的福利制度并没有受到多少关注。

这是因为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主导，被动参与的发展中国家市场开放程度不高，社会

福利水平较低且覆盖面较窄。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发达国家的养老金支出占 GDP 的

比例平均为 9．3%，覆盖了 91%的人口; 发展中国家的比例平均为 2．2%，仅覆盖了 20%

的人口。② 虽然距离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差距很大，但发展中福利国家的概念开

始出现，并 呈 现 出 三 种 主 要 模 式。第 一 种 是 生 产 型 福 利 国 家 ( productive welfare

state) ，以东亚国家为代表。这类国家的政府在社会保障上的投入较少，在教育和医疗

等领域投入较大，主要通过市场化手段来提升劳动者的竞争力。第二种是以印度为代

表的保护型福利国家，主要手段是大量的公共部门就业和对正式劳动力市场的保护。

第三种是以巴西为代表的混合模式，为城市中产阶级构筑了较好的社会保障网，但却

把农民和非正式部门的工人排除在外。③

发展中国家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相继遭遇了经济危机的打击，社会保护压力陡

然增大。危机也让发展中国家逐渐走出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重新考虑经济

增长和社会保障的平衡发展。亚洲国家在经历了 1997 年的金融危机后，它们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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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加大了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公共社会福利支出占 GDP 的比例从 2000 年的

3%增加到 2014 年的 4．8%。① 在拉美和东欧，由于经济表现不佳，政府财政能力有限，

难以依靠公共资金维持传统的社会保障，只能通过调整政府支出的优先顺序来满足社

会保障的需要。这些国家将一部分由政府承担的福利( 如养老金) 推向了市场，而把

公共资金重点用于扶贫减困。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变革。在危机爆

发初期( 2008—2009 年) ，各国普遍通过增加公共投入、扩大社会保障的方式来应对危

机，目标是稳定民心，防止危机蔓延。至少有 48 个国家提出了财政刺激计划，总金额

高达 2．4 万亿美元。②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支出占 GDP 的比例总体

上都呈现上升趋势。OECD 国家的社会支出从 2007 年占 GDP 的 19%上升到 2012 年

的 21%，之后大致稳定在这一水平。③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增长更快，2008—

2016 年间达到 5．8%的年均增长率，为发达国家的 4 倍( 如表 2 所示) 。根据亚洲开发

银行的统计，从 2005 年到 2012 年，亚洲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护指标( SPI) 均有

上升，其中中国、蒙古国、柬埔寨、越南、尼泊尔、菲律宾等国的增长最为显著。④

从 2010 年开始，各国进入了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期，大多数国家的财政政策开

始由扩张转向紧缩。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估计，全球 122 个国家的财政支出

占 GDP 的比重都有所下降，其中 1 /5 的国家的公共支出甚至低于危机前的水平。在

这一阶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开始出现明显分化。由于经济复苏

缓慢，发达国家已难以继续维持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2011 年和 2012 年甚至出现了

总量的下降。欧盟国家中近 1 /4 人口的社会福利受到了影响。在债务水平很高的希

腊、冰岛、葡萄牙等欧洲国家，社会福利的下降幅度更大。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

则仍然持续增长，速度仅略微放慢。金融危机后实施贸易开放措施最多的巴西、印度

和中国这三个发展中国家也是社会保障扩张最为显著的国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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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支出变化情况

( 单位: 增长率%)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年均增长

发达国家 3．9 5．2 1．6 －1．1 －0．4 0．9 0．5 0．9 1．5 1．4
发展中国家 10．0 8．4 6．3 5．3 7．4 5．1 3．2 3．0 3．5 5．8

东亚 9．9 10．8 7．3 5．6 9．8 5．9 3．0 1．6 2．6 6．3
东欧及中亚 14．7 3．3 2．7 3．9 5．2 5．2 3．2 3．6 3．7 5．1

拉美 6．9 7．1 3．4 7．2 4．7 5．4 2．1 2．5 3．2 4．7
中东北非 18．3 －3．3 1．1 1．1 15．9 3．8 3．7 0．6 1．7 4．8

南亚 9．4 9．7 8．6 6．4 6．9 2．8 3．8 5．8 5．9 6．6
非洲 7．5 13．5 10．3 5．6 7．1 5．3 3．8 3．6 3．9 6．7

资料来源: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World Social Protection Ｒeport: Building Economic
Ｒecovery，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Justice，Geneva: ILO 2014，p．126。

2008—2015 年，中国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公共开支年均增长 20%。养老覆盖面从

2010 年的 3．59 亿人扩大到 2015 年的 8．58 亿人，医保覆盖面已达到总人口的 97%。①

在路易斯·卢拉( 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 政府期间( 2003—2010 年) ，巴西设立了“家

庭救助金( Bolsa Familia) ”计划，将原有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升级为全国性制度，覆盖了

全国 1 /4 的人口。10 年间巴西的贫困率从 9．7%迅速降到4．3%。② 进入 21 世纪之后，印

度通过立法逐步扩大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2005 年通过的《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用

于解决农村贫困家庭就业不足的问题。2008 年通过《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法》，赋予

非正式就业人员享受社会保障的资格，并设定了全国社保待遇的底线。2008 年推出的

ＲSBY 医疗保险计划为农村贫困家庭每年医疗保险，到 2011 年已经覆盖了 4000 万人。③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由于发展

中国家整体福利水平较低，单纯依靠提高公共支出不足以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网，因

此福利制度的改革朝着兼顾生产性和保护性的特点发展。④ 主要措施是通过更灵活

的劳动力市场来增加就业，并对特定行业进行补贴和扶助等。公共部门就业往往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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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应对市场开放风险的重要政策工具。研究发现，经济开放程度越高的发展中

国家，公共部门就业人口的比例就越高。①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头两年( 2008—

2009) ，全球减少了 3000 万个就业机会。损失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

失业率并没有大幅上升。损失最严重的拉美和东欧国家减少了 2%—3%的就业，而亚

洲、非洲和中东国家的就业减少就更小。②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普遍采用了降低工

资的做法来保护就业机会，从而减轻了危机对社会的负面冲击。

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采取相对灵活的劳动力政策，一定程度上

是因为劳动保障体制不完善，劳工的集体谈判能力较弱，而且在金融危机后被进一步

削弱。根据国际劳工组织( ILO) 对 48 个国家的统计，从 2008 年到 2013 年，工会成员

比例平均下降了 2．3%，工人集体谈判的覆盖面下降了 4．6%。除巴西和智利以外，大

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有小幅下降。③ 这个变化说明，发展中国家社会保障水平的提升主

要受供给侧驱动，而不是来自需求侧的压力。这也意味着: 在全球化持续深入的情况

下，尽管工会组织的影响力逐渐下降，但社会的自我修复功能却在上升。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IMF) 的研究发现，分配不均和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硬币的两面”。对持续

发展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长度而不是速度。分配不均正是影响经济增长长度的重

要因素。④ 为了延长经济的持续增长的长度，政府必须在降低分配不均上投入更多的

资源。加强社会保障即是其中的关键环节。因此，即使是在工会组织影响力不断下降

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仍然有很强的动力去提升“社会保护底线 ( social protection

floors) ”，以期实现持续的经济发展。⑤ 这也是实现“包容性全球 化”不 可 或 缺 的

环节。⑥

发展中国家的另一个应对手段是积极实施开放性产业政策( open-economy indus-

trial policy) 。传统的进口替代产业政策是以关税和贸易壁垒等手段来保护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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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幼稚产业，限制外来竞争，垄断国内市场。开放性产业政策则是通过加强基础设施

投资、补贴出口等手段来激励本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增加出口，占领国际市场。①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东亚经济体从进口替代转向了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创造了高

速增长的东亚模式。东亚发展的成功引发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效仿，开放性的产业政

策逐渐成为主流，但仍未被西方发达国家认可。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政府也加

大了对经济的干预，产业政策终于得到正名。② 发展中国家更深刻地认识到单纯的经

济开放无法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产业升级。罗伯特·韦德( Ｒobert Wade) 指出，发

展中国家只有实施开放性产业政策，才有可能突破增长的“玻璃天花板”，跳出中等收

入陷阱。③

金砖国家( BＲICS) 是金融危机后最主要的使用产业政策的国家。其政策手段包

括针对特定行业的补贴、出口激励和出口信贷、投资限制、政府采购限制等。从政策属

性上看，放松管制、降低关税等有利于外国竞争者的产业政策增长更快，从 2008 年占

全球总数的 10%上升到 2015 年的 50%，相对的不利于外国竞争者的政策则仅仅从

20%上升到 40%。即使是不利于外国竞争者的产业政策，其中主要是对本国企业和行

业的补贴和出口激励，而不是限制外国竞争的增加关税和贸易壁垒。④

开放性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重点企业和行业参与国际竞争，

但补贴和扶助等手段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保护效应。这些政策不仅部分修复了过度

开放造成的市场与社会的脱节，也缓解了社会保护支出的增长幅度，为发展中国家在

危机后的进一步开放增加了余地，减少了诉诸保护主义的可能性。国际金融危机后，

亚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经历短暂调整后，增速显著提高，对全球经济增长

的贡献超过了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在 2008—2017 年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更是达

到了 56%。⑤

当然，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开放性产业政策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问题。政府补贴更

多流向优势行业、出口企业和高技能人才，而不是以社会的公平分配为首要目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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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仍然较窄，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也可能会继续拉大，存在社会

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总之，尽管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社会福利制度和保障水平差异很大，但它们在国际

金融危机后采取了相似的应对措施。一方面，社会福利支出得到增加，社会保障的覆

盖面也在扩大，同时还通过增加扶贫投入和公共部门就业等措施来解决最紧迫的社会

问题;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更加积极地利用开放性产业政策来推动出口增长，提高特

定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这种兼顾保护性和生产性的福利改革在应对经济危机时表现

出更大的灵活性。首先，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保障覆盖面较窄，刚性福利支出相对较小，

在财政收入缩水时有较大的调整空间。其次，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较为灵

活，政府和企业可以利用降薪的办法来避免大规模失业。这些政策不同于发达国家以

提高国内社会保障来维持对外开放的“嵌入式自由主义”，①但却有效控制了保护主

义，能够使国家继续推动国际市场的开放和融合。在金融危机后关于全球化的各类民

意调查中，发展中国家民众对全球化的支持度均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民众。②

六 结论

从历史上看，经济危机是所有国家都力图避免但却不断重复的现象。经济危机带

来的冲击会加深市场机制和社会保护之间的矛盾，甚至会动摇政府执政的合法性。

2008 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也不例外，而且其广度和深度都远超大萧条以来的历次危机，

对世界经济结构和全球治理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个重要的变化是: 发达国家从自由

贸易的推动者变成了保护主义的实施者，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则从全

球化的被动参与者变成了主动捍卫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不同转向

反映了它们国内社会政策的差异。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危机催生了福利国家，之后其成为发达国家对外推行新自

由主义的保障，推动了全球化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迅速扩展。发达国家的福利社

会体系也被认为是国家发展的必然选择和范本。但维持高福利制度所必需的刚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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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削弱了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政治分化加剧、社会共

识减少。在无法继续维持高水平社会保障的情况下，许多发达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抬

头，希望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缓解国内矛盾。

由于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上升，全球化一度失去了动力和方向。但以中国为代表

的新兴经济体国家正在承担继续引领全球化的职责。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

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都表态支持继

续推进全球化。① 新兴经济体国家之所以成为全球化的主动捍卫者，不仅因为它们是

全球化的主要获益者，它们还认识到平衡发展的重要性，希望借此推动社会保障体系

的扩展，特别是其中的扶贫减困。同时，它们也更积极地使用开放性产业政策来推动

出口和融入国际市场。这种福利模式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更有张力和灵活性，从而给予

这些国家更大的空间来进一步对外开放。

充分的社会保护是贸易自由化的基本保障，但固化的福利制度又可能削弱国家的

财政能力和经济竞争力，反过来阻碍贸易自由化的推进。这意味着“嵌入式自由主

义”的理论框架难以解释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变化。完善的社会保护体

制并非是贸易自由化的前提条件。新兴经济体国家根据自身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用

更灵活的方式提供社会保护和推进贸易自由化，这对世界经济秩序和全球化的走向都

产生了深远影响。

尽管新兴经济体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的应对政策更为有效，但政府失灵的风险也会

随着对市场干预力度的加大而上升。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既可能是减少危机影响的稳

定器，也可能是拖累经济增长的绊脚石。如何平衡开放与保护的关系，是中国参与全

球治理进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也是实现包容性全球化的基本保障。

( 截稿: 2018 年 11 月 编辑: 肖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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